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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在1990年代中，中国社会出现了裙

带资本主义泛滥成灾的苗头，对此，吴敬琏等严正提出反对

，提醒人们注意分清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这对社

会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一个同样严重、也许是更加深层次的

问题却为人们严重忽视了，这就是——还应该更加注意分清

完全的市场经济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在裙带资本主义背后

，还站立着更为可怕的国家至上主义和后极权主义，它使得

今日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不仅含有很大的道德上“坏的市

场经济”的成分，而且还是结构上严重残缺的“不完全的市

场经济”。 1992年，中央正式宣布经济领域以建立市场经济

为目标，但是仅仅过了1—2年，那些市场主义的真诚倡导者

就实行了收权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加强中央财政汲取能力

的分税制。他们显然没有能够理解自1978年以来所实行的在

经济领域放权让利等压缩和消解极权主义的战略性努力，未

能认识到中国改革背后大尺度的历史走势。实用主义的短视

，使他们选择了一条国家主义的市场经济思路，可想而知，

它乃是中央集权主义和市场经济妥协媾和的产物。 2．国家

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对于机构膨胀的首要影响 1993年以来实施

国家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政治后果之一，乃是中国本已足够强

悍的中央集权得到了令人吃惊的加强。 这一对1980年代放权

让利改革的重大历史倒退，其始作俑者，是1988年的治理整

顿。1993年实行宏观调控，在正确地对金融领域实施严格管



制的同时，却武断地把这种管制推广应用于全局，形成了国

家主义导向和市场经济导向的畸形藕合。从治理整顿开始的

加强中央集权的倒退的列车，由此得到了添火加速。 这就能

够理解，为什么1988年以来中国政府机构规模急剧地膨胀。

这在基层县乡政权表现尤甚。中央政府能够理解的农村现代

化模式，依然是加强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权力控制、强制

管理和实力引导。这是一个标准的国家主控模式。庞大的党

务系统，政务管理系统，税收系统，计划生育管理系统，还

有公检法系统，在国家主义加强管理和控制的导向下，象一

个生长失控的怪物，可怕地向县乡扩张。迟迟不进行政治改

革因而对之无法实施有效监控的行政系统，理所当然地被特

权阶层所操纵，他们将关系网不断编织进这一政府及公共服

务体系，使得机构膨胀的问题更为恶化。从1988年至2000年

，仅仅十余年间，农村县乡政权的规模增幅普遍达十倍以上

，一般地，一个乡镇的工作人员由毛时代的十几人、二十几

人发展到今日的一百多人、二百多人。这中间还不包括教师

队伍。 人们往往道德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下层官吏的贪污腐

化、胡作非为和关系网的扩展上，而看不见国家主义的中央

集权的制度运作这一结构性因素对于机构膨胀的首要影响。 

今日中国大陆压得底层民众喘不过气的“吃饭财政”，乃是

鼓吹加强中央集权下的管理控制的国家主义市场经济路径的

必然产儿。加强管理的建构取向（国家主义）和不受监控的

绝对权力（特权阶层，不过是国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另一衍

生物）两极藕合，必然导致政府体系（包括政府机构、公用

事业和政府控制企业）的结构性膨胀。 3．中央集权体制的

运营成本主要压在农民身上 中央政府实施国家主义中央集权



体制的运营成本，以及为推行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所制造

出来的连它自己也不愿意接受的怪物——“吃饭财政”的开

支，主要压在中国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身上。 在加强全面

管制的同时，国家主义的中央政府还在1990年代中期实行分

税制，加强中央财政汲取力度，以扩充自己的转圜和进取空

间。在城市财源很大部分被中央政权抽走后，省-市-县-乡官

僚体制在财政上受到了很大压力，它们既要承担不断膨胀的

吃饭财政，又要解决特权阶层自身按指数增长的高消费需求

。有几十年来的惯例可依，它们成功地把财政困难巧妙转移

到农民身上。刚刚从极权主义金字塔压迫下获得历史性解放

的中国农民，仅仅享受了十年的生活改善，又被国家主义的

庞大中央集权体系压在赋税的大山之下。 在国家主义的庞大

中央集权体系中，如果说，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和特权阶层经

济贪欲的省-市-县-乡官僚体制，是世纪末严重的三农问题的

直接制造者；那么，中央政府的宏观决策思路与财政汲取—

分配政策，则是催生三农问题的深层动因。 后极权时代的国

家用“发展优先”的残酷资本主义，代替极权主义时代的“

重工业优先”的残酷的高积累政策，作为自己对农村暗中不

断抽血、公开拒绝履行义务的理论依据。制定了九年制义务

教育法的中央政府，一直拒绝承担义务教育的开支，反而把

这笔巨额负担压给地方和乡村。一般地，义务教育支出大约

占去了乡镇财政的50-70%和县级财政的40%左右。国防负担

中的很大的一头，即义务兵役制下退伍军人的安置，也被主

要推入不断膨胀的吃财政饭的队伍，国家迟迟不开展兵役制

度改革，由此而来的巨大成本，就这样用隐形的方式转由农

民最终承担。 多年来，中国中西部十几个省的农村地区受到



了中央集权体制超额的经济盘剥。农村人民被迫以工补农，

把农业收入的大部交给政府，而把打工和副业收入用来补贴

家用，勉强得以应付苛捐杂税的压力。 这些税赋主要用于吃

饭财政和义务教育，国家每向农民收取一百元税赋，就有九

十几元作此用途。其结果，是中国从事着最落后的农业生产

的农民，反而承担着最大的重负，占国内经济总值不到15%

的农业，要养活70%的人口，每年还要另外承担3000亿的税费

。致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1990年代，农村社会居然发生了明

显的停滞（全国经济年增长8%，而农村只有2%，中西部农村

不到1%，如果挤掉众所周知的水分，从统计数字上就可以证

实人们的直接经验），部分地区农民再次走向贫困。而中西

部县级政权也普遍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全国乡镇政权负债

达2000亿左右（李昌平估测），几乎濒临破产，这些财政窟

窿最后还得用农民的血汗来填补。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财

政收入却超出预期地高速增长，2001年中央财政增收达2000

亿。这些明显的数字对比，最好地说明了“三农”问题的制

度根源。 4．人为制造的国民财富的分配不公 在1980年代改

革给中国农民以极大的政治解放和经济提升、一定程度上拉

近了城乡差距、形成了城乡间生产—消费的良性互动之后

，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又出现了新的城乡二元分化。不用说

，这当然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功劳。 据国家统计局副

局长邱晓华援引的统计数字，以2001年数据匡算，城乡人民

真实的收入差距大约为6倍。2000年农民人均货币收入，只相

当于1990年城镇居民的水平，整整落后10年。 10年来，中国

大部农村没有能够分享到城市高速度增长的好处（或者更准

确地说，是后几年把前几年曾经分享的好处几乎全部吐出）



，相反，从1979年到1997年，国家和城市又从农村拿走2亿7千

万亩土地，用于城区扩容、修路、建工厂和开发区，这笔土

地乃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走，中间又被国家汲取

了6-10万亿以上的“剪刀差”（见《新财经》2000年9月号，

陆学艺文）。这笔剪刀差，同1953-1979年间国家为了高速工

业化所汲取的7000亿剪刀差相比，考虑物价因素，数额之巨

，几乎不相上下。 城市社会和沿海地区在享用原始积累时期

的资本主义特有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还从民工的血汗钱中

强行收取暂住证、务工证、计划生育证等费用（每人每年数

百元），每年总额达数百亿之多。如果说前者还属于市场经

济下的自愿交易，政府“仅仅”在民工的人权保护和劳动福

利方面偏袒资本家和城市社会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赤裸裸的

政府操作下的、带有强烈的阶级歧视的强制汲取。 乌托邦时

代对中国农民的歧视政策，在国家主义时代又得到了延续和

创新：中央政府所实施的许多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改革，比

如统计失业率，只统计城镇，而把广大的占人口70%的农村

令人吃惊地排斥在外。至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等现代文

明社会普及的基本福利，更是与数亿中国农民绝缘。今天中

央的教育拨款的92%是用于占人口30%的城市，而占人口70%

的农村教育只得到8%的中央财政支持。 这些数据（包括前面

讲到的中国农民每年上交的3000亿税费等），足以说明中央

集权的超级国家，在正式亮牌的市场经济时代，仍然用行政

手段对农民进行盘剥，用集权体制和宏观政策将国民财富集

中于大城市、沿海和中央，这是造成新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根

本原因。 很明显，这是人为制造的国民财富的分配不公。这

一分配不公，是改革开放以来继1888、89前后的第一次分配



不公之后的第二次。这是极大的不正义。 40年前对中国农民

阶级施加的极大不正义，引发了三年饥荒，饿死数千万人口

。那么，今天对中国农民阶级施加的极大不正义，如果持续

下去，将引发怎样的危情呢？ 5．城市社会以停滞和衰退“

等待”着中国农民的富裕 打击已经悄悄降临，首先受挫的，

是国家主义放在第一位的“发展”指标。 农村收入长期下降

，整个社会70%人口的有效需求不足，直接导致了城市和发

达地区工厂生产的大量的初级消费品卖不出去。雪上加霜的

是，它又引发了新的恶性循环：生产厂家、流通商家和凭地

租分利的城市社会，因此而收入严重下降，大量工人下岗失

业，城市低收入群体扩大，致使城市消费市场也出现了萎缩

。这一实际存在的不景气，在外向型经济数据掩不住的地带

，在政府工作报告之外，公然地蔓延。 中国经济发展在地理

上的不平衡性，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梯级分布，也决定了

生产—消费链条在不同的梯级间保持良性循环的必要性。只

有底层民众的收入不断增长，推动着底层消费市场不断地发

育升级，才能在此消费导向下，推动厂家不断地扩大生产规

模、提升产品质量、创造新型产品。这是实现中国社会“充

分市场化和充分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1990年代末出现的城

乡巨大的收入差距，造就了城乡巨大的消费断层，给占人口

绝大多数的底层消费市场的发育升级、持续跃迁造成了深重

的内伤，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规模巨大的内需型初级工业生

产的停滞和萎缩，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充分市场化和充分

工业化”的内在节律。 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乃是透过

购买力杠杆，对贫富差距进行自发的最笨拙的调节，在一国

统一市场之内，富者之富，只能建立在贫者之富的基础上，



贫者买不起富者生产的商品，富者也就无法实现其利润，只

能停下来，等待贫者收入的提升和购买力的升级。 纵观今日

中国大陆社会，除了外向型经济、外来投资、沿海地区和大

城市的流通与地租分成等造成的局部经济高速增长外，在辽

阔的内地，广大的中小城市社会和庞大的初级工业，都处在

停滞和萧条中，等待着中国农民和其他底层民众的富裕。 严

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经济局部停滞，已经使天下骚动，给国

家主义的社会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如果它持续下去，引

发一场全局萧条，那么，发展这一“硬道理”将受到根本的

动摇，那又将意味着什么？ 大自然对于强梁者惩罚的悬剑已

经君临头顶。如果那些发展优先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信徒们能

够直面真实，及时转轨，时局还存在着转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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